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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重

瞿同祖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早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代地方政
府》 是他旅居西方期间用英文完成的一部学
术著作。哈佛大学出版社在该书出版按语中
评价道：“这是第一本系统、深入研究清代
地方政府的专著。此前从未有过类似的著
作，不论是中文、日文还是西文的。”

《清代地方政府》 旨在“描述、分析和
诠释中国清代州县级地方政府的结构与运
作”。作者将“行政法典及政府命令规定的
功能与它们实际执行的功能区分开来”，因
为“法律法令并不总是被遵守，文字上的法
与现实中的法经常有差距”。通过对州县官
在特定社会和政治条件下遵守或超越法律执
行职务行为方式的分析，作者阐释了中国古
代实际行政制度和官僚行为的一般规律，其
所揭示的法律文本与社会实践之冲突与悖离
便是独特规律之一。

制度化的“陋规”

在清代，州县官仅能得到一份名义上的
薪俸，到雍正时期才增加一份实质性的津贴

（养廉银）。知州每年薪俸是八十两银子，养
廉银则各省有别，从五百到两千两不等。但
这些收入能否满足州县官的私人及公务费用
呢？一个州县官的日常开销主要有以下几
项：一是养家糊口的基本生活费；二是聘请
幕友、长随的费用 （幕友、长随属于官员的
私人僚属，国家不承担其费用）；三是摊捐

（指令性捐款），即在政府经费不足时，布政
使命令州县官捐钱支持政府用度；四是填补
历年亏空；五是招待上司或上级差官的经
费；六是与上司衙门职员打交道时致送的各
种规费礼金。仅上述六项开支，保守估计一
个知县一年的支出应在五六千到一万两以
上，这还不包括给上级送礼的“冰敬”“炭
敬”“程仪”费用。绝大多数通过科举考试
进入官僚体系的州县官家庭并不富裕，即便
通过捐纳入仕的也不会贴钱做官。破解这一
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实制度运行中的行政惯例
——“陋规”，即通过每一个可以想象的场
合收费。官僚体系每一层级的成员都可以借
此补充收入。虽然这种惯例是不正常的，但
它仍然被承认和确立，并成为广泛接受的事
实。

《大清例律》 和 《吏部则例》 将滥用权
力、贪污受贿都列为应予严惩的行为。奇怪

的是，虽然法律明文禁止，但各级官员都予
以默许，甚至连皇帝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道光皇帝在一道诏书中总结：“此次议存之
款 （陋规费），因其相沿已久，名为例禁，
其实无人不取，天地不然。”在另一份诏书
中，他写道：“上司心知通省官吏莫不皆
然，岂能概行纠劾，遂阳禁而阴纵之。”既
然陋规难以避免，政府能做的仅仅是将陋规
制度化，这总比全由地方官员各行其是要
好。道光皇帝登基不久就曾试图控制索取陋
规的行为。然而，许多官员认为将陋规公开
化、合法化极为不妥，反对这一旨意。皇帝
最终也承认自己对行政和社会实际尚不了
解，随后发布诏书取消了成命。

当然，默许陋规存在并不意味着州县官
可以为所欲为。事实上，收费额度不得不受
当地惯例的规约和限制。如果州县官巧立名
目收取过高的陋规费，当地百姓会拒绝交
纳，严重的还可能演变为动乱。如常见的陋
规“火耗”是向纳税人加收熔铸费，以补偿
银子在熔铸过程中的损耗。康熙曾对一巡抚
说，如果州县官在正常税收额度上加征一成

“火耗”，是可以容许的。该巡抚答道：这是
皇上的恩典，只是不能公开告诉州县官这种
做法是许可的。现实中仅加征百分之十作为
火耗的州县官常被认为是清官，尽管这些费
用最终都被分摊到底层百姓身上。

陋规这种违反法律的惯例为何能得到
官僚体系的默许长期存在呢？首先是文本
制度不合理。清代财政的基本原则是每一
类支出由一项确定的税源去满足；特别资
金被指定给政府的特定用途。如果没有特
定资金去供给特定费用，官员就不得不寻
找其他途径筹集。州县官的各项支出是刚
性的，其总额与实际收入的差距达到五倍
以上。官僚体制要正常运行，除了架空法
律，通过陋规收费，别无选择。中央国库
无力支撑庞大的地方政府开支，也只能默
许陋规存在。其次是权力强于法律。法律
只是统治者的治国工具之一，和打仗用的
刀 斧 一 样 ， 本 身 没 有 权 威 。 皇 帝 口 含 天
宪，诏令可以朝令夕改。州县官只是中央
在地方的“代理人”而已，唯有上级权力
是可以随时取消州县官“代理权”的有效
手段。三年一次的“大计”考绩，州县官
的评估报告由他们的直接上级写出，最终
呈交吏部，而这将决定他们的仕途沉浮。
故只有上级官员有意规制的事项才能引起
州县官的重视。当缺乏上级官员的执行意
图时，禁止陋规的法律文本就失效了。

衙役贪赃的规制

清代律例规定，监督衙役的责任在州县
官。如果纵容衙役长期留职、操纵衙务、充
当贿赂中介、包揽诉讼、诬告良民或受财放
盗等，州县官将受到革职处罚。对衙役受贿
疏忽不察者，处罚轻则罚俸，重则降级。州
县官如对捕役与盗贼勾结分赃之事疏忽不
察，将受到降二级调用之处罚，等等。法律
文本对衙役的规制是全方位的。

但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施又
是一回事。衙役总是竭力从他们逮捕和传唤
的人身上榨取钱财，被传唤者往往还没到公
堂就已经倾家荡产。不仅凶手或嫌犯之家被
索取钱财，连居住在现场二三十里以内的富
户都成为敲诈目标。如果这些富户不愿意出
钱，就会被诬告牵扯进该命案。衙役们延长
嫌犯囚禁班房的时间，夏日暴晒、冬日奇
冷，直到同意交钱为止。普通民众对衙役的
盘剥只能逆来顺受，即便是地主之家，若没
有政治地位保障，也时刻处于危险之中。

对衙役的规制只能寄望于州县官的清
明。然而，州县官对衙役的规制却很少依照
法律，而多采取私人的方式，如对他们态度
严厉，不允许他们与长随来往。同时尽量减
少衙役滥用职权的机会，如印制一些关于拘
捕传唤的规定，勒令衙役在规定时间内将嫌
犯或证人带到县衙。有些州县官曾试图同时
派出几名衙役去执行拘捕传唤，以便互相监
督。但事实上，派出更多衙役意味着勒索更
多的钱财，州县官无奈只能派出一二名衙役
减轻百姓负担。

从州县官绞尽脑汁的努力来看，法律文
本的各项规制并未奏效。因为权力的实际分
配和运行不是依照法律，而是官僚权力。授
权的规定载入文本是简单的、一次性的，权
力的运行却是复杂的、变动的。州县官在文
本上有完整的地方治权，但其个人精力、能
力有限，分权或授权不可避免。州县官的权
力分散到衙役、幕友、长随身上后，突出问
题就是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显然，州县官不
可能仅凭自己的一双眼睛盯住手下成百上千
的衙役。于是只能对大量难以避免的贪赃行
为视而不见了。特别是对衙役贪赃的制度性
惩处，法律往往规定州县官也要同时降级、
革职。故明智的做法是将这些事件纳入私人
化渠道处理，避免自己牵连受罚。因此，无
论法律文本如何规定，州县官都无法产生管
束衙役的源动力。州县官工作的源动力只是

仕途进步，一支忠诚的衙役队伍又是保证公
务运行和生活优游的必备，衙役的贪墨因之
被视为奖赏就不足为奇了。

有限的政治参与

法律与现实的冲突与悖离，根源在于权
力的分配不是依照法律。法律只是对既有和
变动后的权力进行文本确认，故本身毫无权
威，除非统治者想赋予其权威。实践中，权
力运行严重偏离法律文本，重要原因之一是
民众缺乏政治参与。“在今天以前，任何朝
代任何形式的治权都是片面形成的，绝对没
有经过人民的任何形式的同意。”（吴晗语）

有限的政治参与体现为日益庞大的文化精
英群体和封闭官僚群体的矛盾。按照艾尔曼的
观点，文化精英是“通晓经典的文人”，他们
所受的教育是阅读、解释，甚至背诵将在科举
考试中使用的经典文本，这些文本崇尚道德教
化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政治伦理。但科举考
试的通过率极低，于是他们凭借自己对法律和
官场的熟悉，应聘担任州县官的刑名幕友（师
爷），代州县官起草各类文书，为案件裁判提
供专业意见。通过这一途径，他们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政治参与，但始终无法获得官方特殊
社会地位认证，贪赃枉法成为了弥补他们仕途
缺失的重要报偿。

在普通民众层面，虽然统治者极力推行
道德教化，但这些动听的文明和道德基本停
留在理论层面，很少有人会当真。如中央政
府规定每月两次的乡约讲习制度，宣讲皇帝
圣谕 （敦孝悌以重人伦、笃亲族以昭壅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等），只有极个别州县官真
正推行过，仪式举行时多数人都在看热闹。
因之，民众既不关心脱离政治实践的空洞道
德说教，也没有政治参与渠道对官僚集团形
成压力，对法律实施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有限政治参与导致法律文本与社会实践脱
节，是清代中国迈向近现代时面临的一个内生
性问题。在既有体制下所有官僚集团都获得了
最大的回报，唯一的例外是普通百姓。所以，
尽管有冲突，各级官僚却没有兴趣去改变现
状，这保持了社会和政治秩序中的稳定性。这
种稳定性只有当民众的不满激烈到足以升格为
公开暴动时才会受到威胁。但只要他们的不满
没有转化为有效的反抗行动，现状就仍将维持
下去。

□张晓政

贞观十七年，这一年唐太宗44岁，距隋末晋阳
起兵已有26个年头，他想起了为李唐建立和兴盛立
下汗马功劳的众多老臣。这些老臣中，有的已不在
人世，如魏征刚于年初去世，殷开山早在 20多年
前、来不及看到李世民登上帝位就在征战途中病
逝；还活着的也多已老迈，如李靖已经72岁，房玄
龄、高士廉等也都年近70。李世民不禁觉得有些伤
感，于是下令在皇宫内修建凌烟阁，命阎立本绘制
二十四功臣画像，皆真人大小，由大书法家褚遂良
题字，自己亲自作赞，以示纪念和褒奖。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依次为：长孙无忌、李孝
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
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
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程知
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徐世绩、秦叔宝。

这24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始终追随李世民
浴血沙场、戎马倥偬的铁杆“粉丝”；二是资历老功
勋大、但与李世民关系一般的将领；三是隋室旧臣
或原属其他方面起义军、后归顺李世民麾下的将领。

李世民对旧臣的关爱是众所公认的，但从凌烟
阁二十四功臣的构成可以看出，自始至终属于李世
民嫡系的不过三分之一。用现在的话说，这24人并
不能一语概之称为“李世民的人”。正是从这一份名
单上，回顾 24人各擅胜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既让人感叹创业的艰辛，更让人深切体会到李世民
用人的胸怀。

首先，从严要求秦府旧臣。玄武门事变后不
久，李渊退位，李世民如愿登上帝位。由于李渊后
期曾有意识地抑制李世民势力，因此这意味着重新
论功行赏的机会到了，而当时也确实出现了“诸将
争功、纷纭不已”的场面。不过，李世民显然让他
们失望了，他不仅没有对秦府旧臣格外开恩，反而
更加从严要求，以至于房玄龄不得不提醒他：“秦府
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
矣！今除官反出前宫 （原太子李建成东宫）、齐府

（齐王李元吉）人之后。’”李世民严肃回答：“王者
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我与卿辈衣食皆取诸
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
安能以新旧为先后哉？此岂为政之体乎！”此外，当
有人建议李世民将秦府旧兵选入宫中充实宿卫，李
世民同样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我以天下为家，惟
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

其次，出于公心对待其他方面功臣。与从严要
求秦府旧臣相映照，李世民对不属于自己“嫡系”、
与自己关系一般的其他方面功臣，做到了秉持公
心、公正对待。例如，李唐的建立有赖于两大主
帅，北方为李世民，南方则为李孝恭。李孝恭尽管
战功赫赫，却深谙退让之道，特别是在李世民与李
建成夺位战中，始终保持中立，但这并不妨碍李世
民将其列为二十四功臣的次席。同样，在关键的玄
武门事变中并未明确表态支持李世民的还有李靖与
徐世绩，李世民也没有为此产生心结，仍将二人请
进了凌烟阁。

再次，不唯亲与不避亲。正是由于从公心出
发，李世民在用人上坦然自信，既不以亲疏远近划
小圈圈，也不刻意避亲以示“大公无私”。淮安王李
神通是李世民的叔叔，李渊起兵时，他是李氏宗亲
中唯一于晋阳之外举兵响应的，之后也是战功累
累，可谓功劳与苦劳兼备。李神通与李世民素来相
善，在太子争夺战中，李神通选择站在了李世民一
边，并营救过李世民。如前所述，贞观初期，“诸将
争功、纷纭不已”，李神通自言：“臣举兵关西，首
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
上，臣窃不服。”李世民郑重指出：“战窦建德时，
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叛乱时，叔父望风而破。玄
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故宜居叔父
之先。”此言一出，诸将皆心悦诚服。与此同时，当
长孙无忌提出自己身为皇后之兄，不宜宠任过多，
否则“恐天下谓陛下为私”时，李世民坦然回答：

“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
其有才，虽仇不弃。今日用你，岂因私亲！”

最后，广泛吸收各方面人才，不以出身论英
雄。如果说任人唯贤是李世民用人的原则，五湖四
海则是贯彻这一原则的体现。李世民南征北战的过
程，也是不断延揽各路豪杰的过程，从对立阵营中
招引人才更是他的一大法宝。对这些人，李世民都
能倾心以待、用人不疑。这里面最典型的当属尉迟
敬德。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部下猛将，屡败唐军，
后归降李世民，深为李世民器重。但由于之前与唐
军将领结怨太深，不久，李世民手下诸将以担心尉
迟敬德叛乱为由擅自将其关押，并劝李世民“即杀
之”。李世民却不以为然，当即下令释放尉迟敬德，
并单独将其带入自己卧室，予之以金，说：“丈夫意
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我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
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资，表一时共事之
情也。”纵是尉迟敬德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听了这一
番话也是感激涕零，从此更加死心塌地追随李世
民。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到大量原属于李密、窦
建德、王世充、刘武周以及李建成等人的良臣猛
将，最后纷纷归入李世民麾下为其所用，那么，对
于李世民的成功，或许就不是什么难解之谜了。

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曾向群臣自述：“自古
帝王多疾胜己者，我则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
才能不能兼备，我常弃其所短，用其所长。人主多
恶谏臣，而我未尝因直谏黜责一人。”寥寥数言，无
疑可以让我们一窥李世民用人之道的奥秘所在。

□游宇明

朱元璋当皇帝之后，开始
向元代学习，推行纸币。洪武
八年 （1375 年） 三月，明朝第
一套纸币正式出笼。明朝的纸
币被称为“大明宝钞”，每张
大约长 34 厘米、宽 20 厘米，
中间写着“一贯”“五百文”
等面值，外侧是一圈龙纹的花
栏，宝钞背面印着“大明宝
钞，通行天下”八个篆体大
字。纸币最初是由中书省发行
的，中书省撤销后，改由户部
负责。宝钞与以前的金属货币
是怎样一种兑换关系呢？朱元
璋规定：大明宝钞一贯等同于
白银一两、铜钱一千，黄金
0.25 两 ， 还 可 以 折 换 米 一 石

（明制，一石相当于 120 斤）。
发行纸币应该算是社会进

步的标志，然而，发行纸币是
需要准备金的，通俗地说，就
是你发行一贯的纸币，国库
里 就 得 有 一 两 银 子 存 在 那
儿 ， 这 样 ， 纸 币 才 不 会 贬
值。朱元璋的经济学常识等
于零，发行纸币的时候，他
脑 子 里 根 本 没 有 “ 准 备 金 ”
这 个 概 念 。 加 上 政 权 初 创 ，
用钱的地方也多，朱元璋印
钞票简直上了瘾。洪武时期
发 行 大 明 宝 钞 的 二 十 四 年 ，
平均每年都要发行 515 万锭，
洪武二十三年 （1390 年），大
明宝钞更是发行到了 1500 万
锭。而元代发行的纸币最初
只有 20 万锭，后来虽然有所
增加，也大多控制在 150 万锭
之下。两相对比，我们可以
知道明初的纸币超发到了什
么程度。纸币超发必然带来
贬值，洪武三十年，一两白
银可以买四石米，如果用宝
钞买，却要十贯。朱元璋死
后，大明宝钞的贬值程度日
甚 一 日 ， 到 明 宣 宗 的 时 候 ，

一石米、一匹棉居然要宝钞五
十贯。正统九年 （1444 年），
一石米已经需要一百贯，从此
大明宝钞兑换铜钱，一贯基本
上没有超过两文。

大明宝钞如此贬值，皇家
人要想有所作为，其实也不
是太难，比如大幅度削减用于
宫廷的各种开支，少建些宫
廷，少追求些生活的浮华，少
养些跟皇室沾亲带故的闲人，
这钱就省出来了。退一万步
说，就算缩减“政府行政性经
费”效果有限，政府还可以通
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来解决财政
危机，然而，明朝的老大们却
没有这样想，他们只希望通过
歪门邪道来挽救大明宝钞。朱
棣执政时，他听从陈瑛的建
议，对大家都要消耗的食盐按
斤收钞。只是朱棣毕竟有点脑
子，他没有立即在全国执行，
而是在个别地方试点。宣宗
时，夏元吉建议对市集商贩加
税以回收宝钞，朱瞻基对这个
建议奉为至宝，一时间，菜
地、果树、仓库、驴车等都要
征税，他还在全国各地设立三
十三个钞关，征收船钞，即
按船的重量收税。老百姓因
此怨声载道。

皇权维护的是一己、一个
家族的利益，它在本质上是极
其自私的。社会鼎盛、财富相
对充盈时，皇家人固然要挥金
如土；社会出现某种危机时，
皇家人想到的同样是如何利用
手中的权力保住自己与一个家
族的利益，至于老百姓活得怎
么样、国家能否真正强大起
来，他们很少真正去想。明朝
统治者对大明宝钞的态度充分
说 明 了 这 一 点 。 曾 听 人 说 ，

“权力必须懂得谦卑”，其实，
自古至今，从没有懂得谦卑的
权力，权力的谦卑都是环境逼
出来的。

□张学博

20世纪 90年代，对欧洲历史的
重新解读者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
点：新财政史观。新财政史观通过把
欧洲历史划分为贡赋国家—领地国家
—赋税国家—财政国家四个阶段，为
我们提供了理解世界历史的崭新思
路，也为我们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借鉴。

新财政史观的背景

新财政史观是从传统财政研究中
逐步独立出来的一个崭新研究领域。
传统的财政研究被视为宪法与现代化
研究的附属品，比如在英国和法国。

德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思想为新财政

史观的兴起提供了基础。熊彼特认

为：公共财政是对社会，尤其是政治

生活进行研究的最佳起点；在旧财政

方法出现危机的体制转型期，这个方

法最富有成效。他进而提出财政社会

学，从财政方面观察国家、国家的本

质、国家的形式和国家的命运。传统

的财政研究局限于局部的微观问题，

而没有从财政体系的框架来分析整个

社会和国家。熊彼特认为，从领地国

家向赋税国家的转变不可避免，并预
言了赋税国家必然面临危机，直至走
向灭亡。财政社会学是熊彼特广义经
济学的一个分支，但被后来的学者批
评缺乏纵向的历史观察。正是在熊彼
特财政社会学基础之上，鲍尼和奥尔
默德提出了新财政史观。

在这种崭新的财政史观中，以财
政体系为研究对象，在财政体系的历
史脉络中寻求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内
在逻辑。无论是对社会政治经济特点
的宏观把握，还是对局部具体财政问
题的微观分析，财政体系都是恰当的
切入点。新财政史赋予财政史研究以
独立的话语权力，使财政史研究不仅
不再作为其他学科研究的补充句和附

属品，而且被看为理解经济变革动力
的新视角。

贡赋国家—领地国家
—赋税国家—财政国家

以欧洲为例。罗马帝国是典型的
贡赋国家。贡赋国家只有相对简单的
财政体系，以军事优势强征剩余农产
品和其他财富。在中世纪的某些时
期，贡赋国家被领地国家所取代。领
地国家，统治者依靠行使特权来获得
收入。领地国家的支出很少，只要没
有战争，花费只是王室内消费和有限
的政府开支。

赋税国家是财政体系以税收为主
的国家形态。与贡赋和地租不同，税
收由公权力向所有人普遍征收，而不
是靠强权或特权从特殊人群征收。从
13世纪末开始，领地国家开始向赋税
国家转型。16世纪的英国被认为是赋
税国家的高级阶段。一直到1799年英
国所得税的确立和拿破仑战争之后，
英国才进入了财政史观中的最后一个
阶段：财政国家。那么财政国家也是
与现代国家相匹配的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重要部分。

这种与现代国家相互匹配的财政
国家的最大特征就是：自我持续增
长。财政国家能够用借贷手段解决当
前巨大支出需求，又能够用未来的税
收保证自身偿还债务的能力。国王拒
绝偿还债务是赋税国家后期的重要特
点。而现代的财政国家则由于不断增
长的经济，可以通过新的债务来偿还
过去的债务。

新财政史观对于经济
与政治关系的思考

新财政史观认为，在任何历史阶
段，国家都对税收基础有消极的或积
极的影响。以中国明朝和西欧的差别
为例：中国明朝皇帝与同时期西欧君

主的做法不同，他们积极地抑制经济
增长，以防止由经济增长造成的区域
失衡，进而威胁帝国的政治统一。

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角度来说，
新财政史以财政问题为起点理解社会
经济变革，实质上是强调政治因素的
重要性。发生在 20世纪 90年代的东
欧剧变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政治的关
注，尤其是对政治变革对历史进程影
响的关注。事实上，新财政史观之所
以强调政治因素是造成各个财政体系
不稳定和突然变动的原因，是在历史
分析方法上拒绝片面注重经济因素的
体现，进而也是综合政治和经济因素
来解读历史变迁的尝试。

新财政史将欧洲历史映射到财
政体系的变迁之中，以财政体系的
特点定义历史时期，以财政体系变
革为判断历史变革的标准，是区别
以朝代更替、生产关系和增长方式
等标示历史阶段的新方式。新财政
史的研究价值绝不仅仅限于欧洲文
明的解读，对于非欧洲文明的历史
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实际上，
欧洲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与其财政体
系现代化基本上是同步相关联的，
这对于我们正在推进的国家治理体
系现代化，尤其是国家治理能力现
代化有着重要参考价值。从某种意
义上，新财政史回应了恩格斯在晚
年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
反思，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
系，可能不是单维度的决定关系，
更可能是双维度的互动关系。新财
政史对于欧洲国家现代化的观察，
以及中国明清时代的考察，就恰恰
说明政治制度的变革会对经济的发
展发挥十分明显的作用。邓小平的
改革开放政策，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今天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凌烟阁
功臣谱看

李世民用人胸怀

清代一些法律何以成为摆设
——读瞿同祖 《清代地方政府》

新财政史观
——解读欧洲历史的新视角

“大明宝钞”的贬值

有所思

史 镜

史学漫谈


